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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关系考∗

———以段玉裁致徐养原札为中心

华　 喆　 　 赵彦楠

　 　 内容摘要:嘉庆初年,阮元组织学者在西湖开设诂经精舍,校订《十
三经注疏》,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至今影响巨大,并给学术史研究

者留下诸多话题。 围绕阮元《校勘记》的工作细节,以及段玉裁在其中扮

演的角色,目前学界讨论较少,细节知之不多。 故宫博物院藏段玉裁致徐

养原书札一通,经考证作于嘉庆七年年末。 由信中内容可知,徐养原撰写

《仪礼注疏校勘记》初稿完毕,段玉裁向徐养原提出校改文字及开列目录

体例等多项意见。 核对今本《仪礼注疏校勘记》,发现段氏意见被采纳者

寥寥。 结合段玉裁在经局中的诸多表现,段玉裁在《校勘记》撰写过程中

更像是一位顾问,而非实际主持者。
关键词:《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段玉裁　 徐养原　 《仪礼注疏》

引言

嘉庆四年(1799),阮元署任浙江巡抚,次年在西湖孤山之上开办诂

经精舍,建立经局,校勘《十三经注疏》,并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以下

简称“《校勘记》”),堪称嘉庆年间最受瞩目的学术盛举。 尽管该书因底

本不佳、校勘记撰写没有统一体例等问题遭后人诟病,但时至今日,仍在

为经学及版本学、校勘学等研究提供助力。
然而令人颇感遗憾的是,当时经局中的工作情况,留下来的文字记载

并不多。 除了顾广圻因与段玉裁意见不合,产生龃龉,酿出一段学术公

案,引起后世学人关注之外,我们对阮元《校勘记》编纂过程本身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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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充分①。 2010 年,国家图书馆入藏《周易注疏校勘记》 的稿本与清

本,利用这些一手文献,刘玉才、张学谦、樊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厘清了

《周易注疏校勘记》的编纂细节②。 但《校勘记》中各经的编纂情况并不

统一,《仪礼注疏》又更为特殊③:因《仪礼注疏》在宋元时代没有注疏合

刻之本,《校勘记》编纂开始之时苦无善本,只得以毛氏汲古阁十七卷本

《仪礼注疏》作为底本开展校勘工作。
关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分纂,以往学者多以托名阮元所撰各经

注疏《校勘记序》中所记参校人员为实际分任校勘者。 如《仪礼注疏校勘

记序》即称:“今合诸本,属德清贡生徐养原详列异同,臣复定其是非。”
 

④

故后世普遍认为,徐养原才是《仪礼》的实际校定者,阮元只是挂名作序

之人⑤。 刘玉才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及清本指出,
李锐在撰写《周易注疏校勘记》初稿时,基本只是校录文字异同,而后经

过严杰补充按断,以及吸收同时学者如卢文弨、浦镗等人的意见,最后又

经阮元批校,孙同元覆案,严杰最终校定并付梓刊刻⑥。 由此也可以证

明,传统理解大致无误,只是实际的工作程序较记载更为繁复。 虽然《仪

礼注疏校勘记》稿本及清本目前尚未发现,但从阮元文选楼本及《皇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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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绍楹曾对阮元经局校勘的准备工作、人员分工、底本考辨等方面做了非常全面的

研究(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 3 辑,中华书局,1963
年,第 25—60 页),但《校勘记》的编纂如何进行仍然模糊不清。
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国学研究》第 35 卷,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5 年,第 1—17 页。 张学谦:《〈周易注疏校勘记〉编纂考述》,《版本目录学

研究》第 7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307—330 页。 樊宁:《阮元〈周易注疏校

勘记〉编纂考述———以与卢文弨〈周易注疏〉校本对勘为中心》,《文献》2021 年第 3
期,第 57—71 页。 刘玉才:《〈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论略》,刘玉才等:《〈十三经注疏

校勘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1—22 页。
井超的研究虽对《仪礼注疏校勘记》的编纂稍有涉及(井超:《〈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编纂人员考》,《古文献研究》第 8 辑,凤凰出版社,2022 年,第 134—154 页),但限

于材料,仍然有很多细节未能探究清楚。
贾公彦:《仪礼注疏》卷一后附,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艺文印书馆,2011 年,第
9 页。
钱泰吉撰,冯先思整理:《曝书杂记》卷上,中华书局,2020 年,第 12—13 页。 陈康

祺撰,晋石点校:《郎潜纪闻初笔》卷九,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96—197 页。 按,两
著同时指出,徐养原也是《尚书》的校勘者。
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国学研究》第 35 卷,第 1—17 页。



解》本来看,其中收录阮元、严杰的意见不在少数,可以判定其大致过程

是先由徐养原初校,再经过严杰审定。
阮元经局开始对《十三经注疏》进行校勘,始于嘉庆六年,而《校勘

记》刊成,据《雷塘庵主弟子记》记载,在嘉庆十一年十月①。 但,徐养原

对于《仪礼注疏》的校勘工作起止时间为何,又是如何进行的,则是尚未

解答的问题之一。 本文将利用故宫博物院藏段玉裁致徐养原札,考订徐

养原《仪礼注疏校勘记》完成的大致时间,说明段玉裁关于《校勘记》的工

作构想,并推论段玉裁在阮元经局中的角色问题。

一、段玉裁致徐养原札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名贤手札册》 (新 00133214)一册,共收录汪中、

梁玉绳、刘台拱、王念孙②、王引之、顾广圻等学者书信二十一通,而以段

玉裁致徐养原札(共三纸,图见封二)冠首。 册中有民国学者赵燏黄题跋

数则,并有赵氏藏印数方及“小莽苍斋” 印,知经赵燏黄收藏,田家英寓

目。 此册当在赵氏身后由其家人赠予故宫博物院。
段玉裁札用行草书写,确系段氏笔迹无疑。 现将书札文字释录于下:
同学愚弟段玉裁顿首上。
心田大兄先生执事:

得梦华寄到尊制《仪礼》,例义精善,拜服拜服。 已略识红字数

个于简端,属梦兄奉还。
目录之式,他家俱分列标题,曰单经本、单经注本、单疏本、注疏

本③,其余各本可资校雠者附后。 窃以为《释文》可附经注本,《仪礼

要义》或可附单疏本。 请斟酌分列。 每④一书以大字标出,下文注

释,可空一字,仍用大字。 而每书之卷数、式样应备考者,宜述而纪

之。 如:单疏五十卷,合于《唐志》所载,黄君丕烈所藏缺其六卷,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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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鉴等撰,黄爱平点校:《阮元年谱》卷二,中华书局,1995 年,第 65 页。 按,《阮元

年谱》原名《雷塘庵主弟子记》,为阮元身后门人弟子所编,后更名《阮元年谱》出

版。 又,王章涛将《校勘记》成书系于嘉庆十年,而以嘉庆十一年十月为刊成时间

(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2003 年,第 396—397 页)。
其中王念孙致刘台拱札二通,均收入刘宝楠所辑《刘氏清芬外集》,此为原件。
“本”字上,原有“附”字,加二点删去。
“每”字上,原有“不必”二字,各加二点删去。



借《仪礼要义》可得此六卷。 分卷起讫,似宜详载自某至某为一卷、
为二卷云云。 盖诸经注疏多用疏之卷数分卷,惟《仪礼》用经之卷数

分卷,至每卷叶数太繁重,载此以俟将来刻注疏者知所取,则执事以

为何如? 《左传》,淳化本三十六卷,今亦详载其分卷。 目录之前,可代中丞

作一叙言,题曰“仪礼校勘记目录序”,以目录连写于后,此鄙人之意

也。 李如圭《集释》有聚珍版,汪文盛即刻《汉书》者亦有《仪礼注疏》一
部,似皆宜出之。 《丧服》经传,近日程易田先生大阐其旨,书已刻

成,有时应采其说。
《释文》及单疏皆作“丧服经传”而无“子夏传”三字,观疏内语

气,实本无此三字。 又“繐衰者,以小功之缕也”,观《檀弓》注可知的

是“缕”字。 又经文两言“笄有首”,故传曰“笄有首者,恶笄之有首

也”,今则经文添一“恶”字,使传文义不顺。
草草述此,顺候

先生近安。 不既。
玉裁再拜。

按,收信人“心田”即徐养原。 据《徐新田墓志铭》,徐养原字新田,又字饴

庵①。 但段玉裁嘉庆十四年为严元照所作《娱亲雅言序》中提到“今久能

之书,有同志诸友梁曜北、徐心田、许周生、臧在东辈皆为之研磨商榷”②,
可见徐养原确曾以“心田”为字。 从“尊制《仪礼》”及“仪礼校勘记目录

序”可以判断出,这是段玉裁与徐养原讨论《仪礼注疏校勘记》的书札。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各经校勘记之序,依十三经而分为十三篇,

不仅在今天所见文选楼、学海堂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诸本中题为“臣

阮元恭记”,而且还收入阮氏文集③。 然而其中的《左传注疏校勘记序》
一篇,又以“春秋左传校勘记目录序”为题,收入段玉裁文集④,仅文字小

有出入,故刘盼遂等学者怀疑诸序为段氏代作⑤。 刘玉才也特别指出,国
图所藏李锐《周易注疏校勘记》稿中序文单独成文,字体与李锐、严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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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仪吉:《衎石斋记事稿》卷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4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421 页。
段玉裁著,赵航、薛正兴整理:《经韵楼集》卷八,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 185 页。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53—264 页。
段玉裁著,赵航、薛正兴整理:《经韵楼集》卷四,第 62—63 页。 按,段集中的篇名,
正与段氏此札所示吻合。
刘盼遂:《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21 页。



别,怀疑序文出自段玉裁之手①。 但从这封信中“目录之前,可代中丞作

一叙言”句可知,各经校勘记序应当还是出自分纂人之手,只不过在完成

后可能分别经过段玉裁、阮元的润色修改。 尽管这一结论以往也有学者

提出②,毕竟只是依据情理推测的结果,这封信则为此说提供了更直接的

佐证。 当然,此札提供的最重要信息,乃在于《仪礼注疏校勘记》编纂工

作的细节。

二、段玉裁作札时间考证

上引段玉裁札首尾皆无年月。 但唯有考订此札作于何时,才能确认

徐养原完成《仪礼注疏校勘记》初稿的大致时间。
段札中说到,“《丧服》经传,近日程易田先生大阐其旨,书已刻成”,

这是指程瑶田所作《仪礼丧服文足征记》。 可见段氏作此札的时间,应在

获读程著之后。 据今本《仪礼丧服文足征记》焦循代阮元所作序称,程瑶

田此书初刻本在嘉庆七年夏天刻成,并携往杭州③。 而段氏现存书札涉

及到《足征记》者,尚有与刘台拱的两通信,刘盼遂将其收入《经韵楼文集

补编》之中,编为“与刘端临第二十八书”和“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 (以

下分别简称“第二十八书”和“第二十九书”)。 围绕这两通书札的系年问

题,学者有所争议,故有必要详加考察。 兹录其全文如下:
与刘端临第二十八书

龚婿来,得手书,备承雅爱,屋契一纸亦收到。 自秋至今,想起居

安胜,潭府福履胜常。 玉裁舍下粗安,家严康健,惟裁精力大衰,拙著

恐不能成。 日前闻金五先生道山之信。 又徐大兄《尔雅古注》存弟

处,未能有所发明,近日乃为之序,欲述其官事与其后人,皆不甚悉,
意大兄可以为其墓志,详悉书之,能使同志刊刻《尔雅》为善。 《诗
经》毛传,弟年来有所增益,可以成书。 詹公写本,徐当寄上。 弟所

为《释拜》,煞费研摩,足下当举其何处最合,何处非是,寄示为感。
易田先生《丧服文足征记》最精,足下曾否读过? 易田著述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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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才:《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成书蠡测》,《国学研究》第 35 卷,第 10 页。
如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63 本

(1993 年)第 3 分,第 629 页。
焦循:《代阮抚军作丧服足征录序》,焦循著,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广陵书

社,2009 年,第 273 页。



者,不可不读之书也。 如未见,可急索之。 顺候近安,并令弟三哥近

安,不既。
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

前两札未尽欲言,所索易田书,已嘱阮公便致。 前奉托检出竹汀

书内,有弟手记刘熙履历,近日哀痛稍暇,可能一检? 补注《荀卿子》
甚佳,然弟所望于足下者,终在《礼经》也。 谢氏所刻《荀子》,其中校

语出于弟者,别纸录呈,其余不能申送。 弟衰迈之至,《说文》尚缺十

卷,去年春病甚,作书请王伯申踵完,伯申杳无回书;今年一年,《说
文》仅成三页,故虽阮公盛意而辞下敷文,初心欲看完注疏考证,自
顾精力万万不能,近日亦荐顾千里、徐心田(养源)两君而辞之。 盖

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病尤甚,有不得不然者也。 目下阅《丧

服》篇,偶有所见,易田不无误处,今呈一篇,又说《说文》者一篇,均
祈赐教,敬请孝安。 不缕。①

以上两札显系段玉裁获读《足征记》之后,向刘台拱推荐。 刘盼遂将两札

都系于嘉庆七年壬戌,理由是第二十八书中提到“辛酉、壬戌之间”作的

《释拜》,第二十九书说“哀痛稍暇”,是指“嘉庆七年十月初三日,端临继

母钟氏卒”②。 陈鸿森则认为两信均应系于嘉庆六年,因为第二十八书云

“日前闻金五先生道山之信”,而金榜卒于嘉庆六年六月十一日;至于第

二十九书,陈先生检核原信墨迹,发现末尾署有“冬月二十六”字样,又据

阮元嘉庆六年诗作知,顾广圻嘉庆六年冬已至杭州,信中既有“近日亦荐

顾千里、徐心田(养源)两君”之语,自然当作于嘉庆六年之冬③。 王华宝

支持刘盼遂之说,将第二十八书系于嘉庆七年春,第二十九书系于嘉庆七

年冬。 理由是,“金榜去世的时间,与段氏获悉的时间未必一致,故‘日前

闻’只能泛指金榜去世以后的时间,不可确指嘉庆六年。 故仍按刘说,置
于七年”④;而第二十九书中有“去年春病甚,作书请王伯申踵完”之语,

911

①

②

③

④

刘盼遂辑校:《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经韵楼集》附录,第 49—50 页。 “辞下”原

作“辞不”,据《清芬外集》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段氏原札改。
刘氏两说均系于《经韵楼文集补编》各篇之下。 而其《段玉裁先生年谱》则谓前者

是嘉庆七年“春日作”,后者为“冬作”,只是将两札序号分别误作“第二十七”“第二

十八”(刘盼遂:《刘盼遂文集》,第 421 页)。
陈鸿森:《〈段玉裁年谱〉 订补》,《“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 63 本

(1993 年)第 3 分,第 625—626 页。
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96—297 页。



指段氏致书王引之请求续撰《说文注》一事,亦见于“与刘端临第二十七

书”(以下简称“第二十七书”)。 第二十七书中还提到“接奉老伯大人行

述”云云,据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知,刘台拱父刘世谟卒于嘉庆六年

二月初一①,如此则第二十七书作于嘉庆六年。 王先生据此认为,第二十

九书既然称致书王引之在“去年春”,则第二十九书一定作于第二十七书

之次年,即为嘉庆七年②。
在系年问题上,陈鸿森的嘉庆六年说确实与段玉裁的其他信札存在

龃龉不合的问题,但王华宝对陈鸿森说法的反驳在理由上并不充分,且将

第二十八书置于嘉庆七年春,也不准确。
实际上,第二十八书、第二十九书均应作于嘉庆七年冬。 段玉裁在给

刘台拱的多通信中都提及自己注释《说文》的进度,正好可以提供一个绝

佳的时间参照:
第二十六书:入冬来,贱体大好,今年《说文》稿成百四十页,第

九篇已发轫矣。
第二十七书:《说文》注恐难成,意欲请王伯申终其事,未识能允

许否。③

第二十八书:裁精力大衰,拙著恐不能成。
第二十九书:弟衰迈之至,《说文》尚缺十卷,去年春病甚,作书

请王伯申踵完,伯申杳无回书;今年一年,《说文》仅成三页。
按,《说文解字》共十五篇,段注将各篇分为上下,又出于篇幅考虑,将第

八篇上下合为一卷,第十一篇上析为两卷,总计三十卷。 其第二十六书作

于嘉庆五年年底,此时《说文注》已开始了第九篇(即卷十六、十七)的撰

作。 而段玉裁作第二十九书时,在“今年一年”“仅成三页”的情况下,《说

文注》仍然完成了二十卷。 如此说来,第二十九书只能作于嘉庆七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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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文兴:《刘端临先生年谱》,闵尔昌等编:《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广陵书社,2008
年,第 245 页。
王华宝:《段玉裁年谱长编》,第 306 页。 按,王华宝提出的质疑,在逻辑上并不圆

满。 因为无法确定段玉裁在第二十七书中所说致信王引之请求续成《说文注》一事

到底发生在嘉庆六年还是嘉庆五年。 段玉裁完全有可能在嘉庆五年致信,而到嘉

庆六年二月才向刘台拱提及此事。 段玉裁从嘉庆元年开始,几乎每年春天都生病,
尤以嘉庆四、五、六、七数年为严重,对其作《说文注》的进度影响颇大。 如此仅凭

“去年春”云云判定第二十九书作于嘉庆七年,显然是不够周详的。
刘盼遂辑校:《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经韵楼集》附录,第 47、48 页。



冬月二十六日①。 也就是说,段玉裁在嘉庆六年至少应该完成了《说文》
第九、第十两篇共四卷的注释。 因此陈鸿森将第二十八书(有“裁精力大

衰,拙著恐不能成”的喟叹)系于嘉庆六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而刘盼

遂、王华宝将第二十八书系于嘉庆七年春,则未虑及札中有“自秋至今”
一句。 且段玉裁在第二十八书结尾处向刘台拱推荐程瑶田《仪礼丧服文

足征记》“最精”“不可不读”,并说“如未见,可急索之”,而在第二十九书

开头又提到“所索易田书,已嘱阮公便致”。 这两段话显然前后相承:由
于段玉裁的推荐,刘台拱才向段玉裁求书,段玉裁遂转托阮元代寄。

明确了第二十八书、第二十九书均作于嘉庆七年冬,对于确定段玉裁

致徐养原札的写作时间,有莫大的帮助。 段玉裁致徐养原札中提到,
“《丧服》经传,近日程易田先生大阐其旨,书已刻成”,应当不早于嘉庆七

年夏该书刻成。 而据第二十八书知,本年冬段玉载已获读该书,故有可能

写信告知徐养原这个消息。
由于第二十九书写到,段氏推荐顾广圻和徐养原代替自己承担《校

勘记》的总校工作,此事也发生在嘉庆七年年末。 段玉裁致徐养原札中,
起首即称“得梦华寄到尊制《仪礼》”,说明段氏撰写此信时,徐养原刚刚

将《仪礼注疏》校勘完成。 可知徐养原已于此信前完成了《仪礼注疏校勘

记》的初稿,段氏才会在年终推荐他来代替自己分担审订《校勘记》之事。
徐养原究竟在嘉庆七年的哪个时间段完成了《仪礼注疏》校勘,并无

明确记载;顾广圻的一段话或可作为参考:顾氏在嘉庆七年六月初七日跋

宋刻本《仪礼要义》称,“中丞阮公将为十三经作《考证》一书,任《仪礼》
者为德清徐君新田,新田与九能有姻亲,曾传钞是书,近日复从余所持旧

校景德本去,临出一部”②。 如果徐养原在嘉庆七年内才从顾广圻处临出

顾校《仪礼》疏文,那么他完成校勘的时间应当不会太早,至少应在嘉庆

七年的秋冬时节。
至此,可以根据段玉裁以上几通书札推断,徐养原在嘉庆五年之后参

与了阮元经局的校勘工作,起先分任《仪礼注疏》校勘,至嘉庆七年下半

年完成初稿,并因此被段玉裁推荐转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总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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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二十九书中称“尚缺十卷”,则表示段玉裁在嘉庆五年年底完成卷十六、十七之

后,在嘉庆六年又完成了三卷内容,这样才有可能在嘉庆七年“仅成三页”的情况

下,总共完成二十卷。
顾广圻著,王欣夫辑:《顾千里集》卷十七,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62 页。



此事并未达成,于是转而分任《尚书注疏》的校勘,直至阮氏《校勘记》全

部完成。

三、段玉裁在经局中的角色

上节考察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可以了解徐养原在阮元经局中的工作

经历,同时也会引发我们对于段玉裁在经局校勘工作中所扮演角色的思

考。 对于段玉裁在经局校勘中是否总任其事,学者之间亦有争议。 简单来

说,汪绍楹认为《校勘记》编纂“段氏主其事,纪载无明文”,但段玉裁却是事

实上的主持者①,此说在学者中影响最大,大量研究均沿用这一说法;日本

学者关口顺则认为,汪先生“所举的旁证缺少说服力,‘段氏主持说’难以成

立”②,但并没有对这一观点进行更加深入的辨析。 当然,段玉裁在经局中

无疑有重要影响力,汪先生与关口先生争议的焦点可能在于,段玉裁在《校
勘记》编纂过程中参与程度如何,《校勘记》的编纂体例是否代表了段玉裁

的构想,《校勘记》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不是段玉裁所认可的结论?
清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与汪绍楹相近。 以往围绕《校勘

记》,一直存在段玉裁在《毛诗注疏校勘记》中恣意驳斥顾广圻,以及隐没

惠栋校勘的传说,见于萧穆《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
萧穆在文中引用方东树批校称:

阮序“臣复定其是非”,按严云,“臣复定其是非”,此语专为段氏

驳《诗经》而设,因以施于群序云尔。 按《校刊记》成,芸台寄与段懋

堂复校,段见顾所校《诗经》引用段说未著其名,怒之,于顾所定,肆
行驳斥,随即寄粤付凌姓司刻事者开雕,而阮与顾皆不知也。 故今

《诗经》独不成体。 此事当时无人知者,后世无论矣。 乙酉八月,严
厚民杰见告,盖以后诸经乃严亲赍至苏共段同校者也……段氏每盗

惠氏之说,阮氏即载之,何也? 盖阮为此记成,就正于段,故段多入己

说,以掩前人而取名耳。 又所改原文多不顺适,真小人哉。 以上植之先

生批校记。③

从方东树对严杰之说的转述来看,段玉裁似乎对《校勘记》定稿的影响仅

221

①

②

③

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 3 辑,第 27 页。
[日]关口顺撰,[日]水上雅晴译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略说》,刘玉才、[日]水

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26 页。
萧穆撰,项纯文点校:《敬孚类稿》卷八,黄山书社,1992 年,第 211—212 页。



次于阮元,至少在方东树眼中,段玉裁极大程度影响了《校勘记》的取舍。
今天所见《毛诗注疏校勘记》中,确实存在加“〇”后的补充校语否定原校

意见的情况,据袁媛统计,共有 108 处之多①,也可以印证方氏之说。 方

东树的这段论述,基本可以代表清人对于《校勘记》编纂的理解,即阮元

是《校勘记》的组织者,而段玉裁是实际工作中的主持人。
但段玉裁致徐养原札却提供了不一样的信息。 段玉裁就徐养原

《仪礼注疏校勘记》提出两方面意见:一为目录及参考版本体式,二为具

体文字校勘。 在具体文字校勘方面,段氏所列三点之中,“子夏传”及“小
功之缕”两处,今本《仪礼注疏校勘记》都照录段氏意见。 而第三点,即
《丧服》经文中两见“恶笄有首”,段玉裁认为应从《传》文作“笄有首”,却
并未被徐养原采纳。 更为突出者,是段玉裁针对各本目录提出的建议,即
札中“目录之式”云云一段,核以学海堂刻本《仪礼注疏校勘记》所开列版

本目录的体例(见图 1),与其建议,大异其趣:

图 1

《仪礼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并未按照段玉裁的建议分列标题,且
《经典释文》和《仪礼要义》均为单列,并未附于经注本和单疏本之后。 值

得注意的是,《校勘记》因各经版本情况不同,故各经之前开列的“引据各

本目录”并没有统一体式,各本如何排列,应当是由各经的分校者来决定

的。 而与段玉裁构想相近的,是负责《周礼注疏校勘记》的臧庸。 臧庸在

其“引据各本目录”中按照“单经本” “经注本” “注疏本” (其时未见单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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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媛:《毛诗注疏校勘记·整理说明》,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第 2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80 页。



本《周礼疏》,故无“单疏本”一类)分列,而将“《经典释文·周礼音义》二

卷”置于“经注本”之下①。 由此可以猜测,在徐养原通过何元锡交与段

玉裁的校勘初稿中,他所开具的“引据各本目录”与今天所见《仪礼注疏

校勘记》文选楼、学海堂诸本是一致的,段玉裁对此提出了修改建议,徐
养原并未接受。 段玉裁还建议补入两个版本:李如圭《集释》(聚珍版)和

汪文盛刻《仪礼注疏》,对比阮刻本可知,徐养原将李如圭《仪礼集释》聚

珍版补入,而未涉及汪文盛刻本,有可能是校勘时并没有参考这一版本。
李开升的研究表明,汪文盛本应据陈凤梧本翻刻②,故其文字与闽本、毛
本一脉相承。 徐养原的校勘没有采用这一版本,对于校勘记的质量不会

有严重影响。
此外,段玉裁本人曾以毛本《仪礼注疏》为底本,对《仪礼》经注文进

行过校订,也兼及疏文,其校语被周锡瓒过录在另一部毛本《仪礼注疏》
之上,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索书号:10642)。 与徐养原所作校勘记比对就

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段校成果并未被《仪礼注疏校勘记》 吸纳。 这也说

明,尽管在阮元经局之中,分校人完成的校勘记初稿会先请段玉裁审订,
段玉裁也会给出一些修改意见③,但最终定稿的决定权仍然在分校人或

后来主要负责审定工作的严杰手中。 至于段玉裁能够对《毛诗注疏校勘

记》 增补批驳,恐怕还是与顾广圻退出经局,不再参与《校勘记》 编纂

有关。
回头再来看前引段玉裁“与刘端临第二十九书”。 他提出“近日亦荐

顾千里、徐心田(养源)两君而辞之”,实际上此时顾广圻与经局同侪关系

早已破裂,在是年九月的《重有感》中写下“但存博士同门蔽,况有高人割

席猜”之句④,而段玉裁对此似乎无所察觉,还在推荐顾广圻继续参与这

一工作。 最终顾氏年底返回苏州,而徐养原也未参与总校一事。 这不禁

让人怀疑,段玉裁对于经局中的情况到底掌握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在人事

安排方面,到底有多大的权限。 此后嘉庆八年六月段父去世,段玉裁归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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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注疏》卷一后附,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第 20—21 页。

 

李开升:《〈仪礼注疏〉陈凤梧、汪文盛本补考》,《文史》2015 年第 2 辑,第 277—280
页。
关于段玉裁对《校勘记》所作修订批校工作,可参刘玉才:《〈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论

略》,刘玉才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第 8—9 页。
顾广圻著,王欣夫辑:《顾千里集》卷三,第 49—50 页。



金坛后居家守制,实际上也远离了经局的校勘工作。 回顾段玉裁在杭州

的这段经历,他于嘉庆六年五月到杭州,至嘉庆八年六月离去,共二年有

余。 从现有文献材料来看,段玉裁与其说是经局校勘的主持者,毋宁说是

《校勘记》编纂的顾问,他主要的工作就如致徐养原札中所述,“略识红字

数个于简端”,对分校诸稿进行修订补充,包括对各篇序文进行修改润

色。 而从《周易注疏校勘记》稿本来看,段玉裁所补充的内容并不很多,
徐养原《仪礼注疏校勘记》的情况应当与此类似。 此后段氏为《校勘记》
所作的工作,主要为作于嘉庆八年冬至日的《春秋左传校勘记目录序》,
及嘉庆十三年八月的《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①。 后者的撰写已在文

选楼本初刻之后,不必多说;前者则未必真出自段氏之手。 以段玉裁致徐

养原札中内容类推,此序初稿仍为严杰所作,而段玉裁可能只作了修改润

色。 段玉裁将此序收入《经韵楼集》,很可能是因为严杰作《左传注疏校

勘记》本于陈树华《春秋内传考正》②,而此书得自段玉裁移录之副本。
段氏序与今本《左传注疏校勘记序》文字出入最大的部分,恰恰是段氏序

详记陈树华著《春秋内传考正》及评价,而今本序则止记陈著之名,其余

一笔带过。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段玉裁嘉庆九年给王念孙的信中所说,“唯

恨前此三年,为人作嫁衣而不自作,致此时拙著不能成矣,所谓一个错

也”③,恐怕只是对自己尚未完成《说文解字注》的遁词,绝非真实情况。
根据段氏与刘台拱诸札推算,他在嘉庆七年重病之后,“《说文》尚缺十

卷”,到嘉庆十年春则称“去冬于阮公书毕,乃料《说文》,未注之五卷,不
识能成否”④,是段玉裁在嘉庆八年、九年的两年间,又继续完成五卷《说

文注》。 考虑到段氏晚年的健康状况和他此前的工作进度,两年完成五

卷《说文注》并不算慢;而将此责任推给《校勘记》,仿佛是因为主持校勘

工作而耽误了自己的著述大业,只是段玉裁的一面之辞,不可轻易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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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段玉裁著,赵航、薛正兴整理:《经韵楼集》卷四,第 62—63 页;卷一,第 1—2 页。
详参袁媛:《阮元〈左传注疏校勘记〉成书管窥———从陈树华〈春秋左传集解考正〉
到阮书》,刘玉才、[日]水上雅晴主编:《经典与校勘论丛》,第 353—380 页。
刘盼遂辑校:《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与王怀祖第一书》,《经韵楼集》附录,第 51
页。
转引自陈鸿森:《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段氏学术的光与影》,《中国文

化》2015 年春季号(总第 41 期),第 182 页。



综上所述,根据段玉裁致徐养原札及其他相关文献判断,段玉裁虽然

是《校勘记》名义上的主持者,但至少在实际工作中,他没有表现出一个

主持者应当具有的权限,也没有对编纂体例产生直接的影响。

四、结语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煌煌巨帙,阮元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为

此后的经书校勘树立了标准,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影响到后来经部版本学

及校勘学的研究。 近年来,借国家图书馆入藏李锐《周易注疏校勘记》稿

本及清本的契机,学界对于阮元《校勘记》成书过程的认识有了巨大飞

跃。 然而不同阶段的《校勘记》文本只是经局工作的结果,我们还渴望获

知有关经局工作过程的更多细节。 对于学术史研究者而言,后者无疑是

更具吸引力和挑战性的问题。 因为经局中的人事关系,特别是围绕段玉

裁展开的段顾之争,已经给学术史带来大量的话题,而徐养原又恰恰是在

清人的学术史叙述中被忽视的人物,其在经局期间的经历,也需要更多新

材料来填充。 从这一层面来说,故宫博物院藏段玉裁致徐养原札,无疑提

供了更多经局工作的细节,让我们可以跳出《校勘记》的文本比勘,从另

一个侧面来看待《校勘记》的成书。
当然,这封信能够提供的信息也是有限的,幸好段玉裁在给刘台拱、

王念孙的信中也都提到自己在经局中的情况。 把段玉裁若干通信中的内

容用拼图的方式拼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段玉裁在经局之中活动的剪

影———段玉裁固然在经局中拥有极高地位,也做了些修订工作,但似乎与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重大项目主持者仍存在一定的差距。 至少在徐养原的

目录体例和版本罗列中,没有看到段玉裁有决定权,而在人事安排上亦如

此。 在总校工作上,段玉裁的作用远不如严杰,而《校勘记》亦不能视为

段玉裁学术观点的体现。 目前或许只能罗列出这样一些现象,来让大家

对以往的固有结论进行些许反思,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新材料被发掘出

来,为未来更加深入的讨论拓展更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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